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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过去20多年表明，当代民主面临的主要威胁已不再是军事

政变，而是由民选官员主导的民主侵蚀。苏珊 · 斯托克斯（Susan 

Stokes）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民选领导人得以侵蚀民主的原因以及可

以采取什么行动阻止、逆转这一趋势。她的研究显示，经济全球化、

政党体系重组，尤其是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为发达民主国家中的右翼

民族主义者以及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左翼民粹主义者提供了崛起的机

会。她认为，要抵制民主衰退，需要反对派政治精英、公民社会组

织、司法机构以及选民之间的协调行动与共同努力。本文2026年4月

首发于美国《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37, Number 2, 

April 2026, pp. 49-64）。

军事政变不再是世界上民主不稳定的主要来源。进入21世纪后，由

民选领导人推动的民主侵蚀已构成对民主的首要挑战。在过去四分之

一世纪里，有20多个国家的总统和总理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上台执

政，随后却开始着手破坏他们国家的公共机构。这些领导人威胁和审

查新闻媒体，安插效忠于自己的法官，解雇专业的公务员，将独立机

构武器化，使其沦为行政权力的工具，骚扰非营利组织，并将自身的

权威强加于大学。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研究者们对所谓的民主侵蚀（democratic 

erosion）或民主倒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进行了深度描

述，并指出了促成这一现象的诸多因素。1

但他们尚未充分回答两个关键问题：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在当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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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出现民主侵蚀激增？又是什么因素使得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面临

更大风险？还有另外两个同样关键的问题值得一提：为什么选民会容

忍那些攻击公共机构的领导人？以及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遏制这一进

程？2

民主倒退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后期发生的经济和政治变化。在

当今的发达民主国家中，这些数十年前开始的变化为新的右翼族裔民

族主义政党（ethnonationalist）创造了机会；这些政党在许多国家

吸引了数量庞大的选民。在一些国家，这些政党加入了执政联盟，其

领导人成为总统或总理。而一旦掌权，其中一些人就颠覆本国的民主

制度。

另一种导致民主倒退的意识形态类型，是左翼民粹主义者（left-

populist）。我们已经看到，这类人物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中获得了权力。左翼民粹主义者的攻击目标并非族裔上

的“他者”，而是富人。但与富裕民主国家中相对应的右翼一样，左

翼民粹主义倒退型领导人同样试图拆毁那些限制行政权力扩张的既有

制度。

要解释右翼民族主义的崛起，有必要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年

代。在那个时期，政党竞争主要围绕中左翼或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与右

翼保守主义政党展开——例如英国的工党与保守党、美国的民主党与

共和党，以及欧洲大陆上的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党。左翼政党与

工业工人阶级以及工会组织有着紧密联系，而右翼政党则同高收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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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和商界保持联系。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制造业工人数量的缩减以及劳工运动的衰落，

促使左翼政党开始将自身的吸引力扩展到工人阶级之外。它们将注意

力转向受过大学教育、具有社会自由主义倾向的城市选民；并非巧合

的是，也正是这些专业人士后来填补了议会席位，并占据了其他政党

领导岗位。3

尽管中左翼政党在社会福利支出与社会保障方面，依然比其保守主

义竞争对手投入更多，但它“亲工人阶级”的形象却开始变得模

糊。在20世纪90年代，中左翼政党与保守派在支持经济全球化这一

点上逐渐趋同——即减少跨国贸易、资本与人员流动的壁垒。美国

的“新民主党人”（New Democrats）、英国的“新工党”（New 

Labour），以及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Third Way）路

线，都拥抱了经济全球化。

这种转变重塑了中左翼政党的选民基础。正如图1所显示的那样，到

1990年时，欧洲左翼政党的支持者中，中产阶级选民所占比例已经

超过工人阶级或低收入选民。与此同时，保守主义政党则保留了其历

史性的政策承诺；实际上，在一些显著案例中，它们甚至采取了更

为激进的反国家、反监管立场，这一点可以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名言得到体现：“英语中最可怕的九个字是：‘我是政

府派来的，我是来帮忙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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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杰恩 · 金里奇和西尔雅 · 豪瑟曼，《工人阶级选票的减少、

福利支持联盟的重组及其对福利国家的影响》（Jane  Gingrich 

and Silja Häusermann, “The Decline of the Working-Class Vote, the 

Reconfiguration of the Welfare Support Coalition and Consequences 

forthe Welfare State,”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5, no.1, 2015: 

50–75）。

注： 该图表报告的是两年滚动平均值。

这些经济发展以及政党政治的变化，使发达民主国家中的大量低收

入选民在既有政党体系中相对失去了依托。因此，一批政治创业者

（political entrepreneurs）得以获得发展空间，他们开始为全球化

引起的不满发声。新的政党开始表达选民那种“被抛在后面”的感

受——在这样的社会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收入不断飙升，而其他



当今民主

149

群体的收入却停滞不前。这正是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及其党内派系崛起

的背景。他们的领导人对经济充满牢骚，在许多情况下，还比传统右

翼更支持慷慨的社会福利政策。5 与此同时，在这些高度不平等且对

全球开放的经济体中，右翼民族主义者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确立了一种

鲜明立场——一种排他性的、反多元主义的立场。

图2从三个维度展示了这些转变：政党在福利国家规模、经济开放度

以及国家认同上的立场。20世纪后期传统政党立场的变化，促使右

翼民族主义者采取了更支持社会福利、更具经济民族主义色彩以及更

排他的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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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传统左翼政党与新左翼政党依然较为多元主义，并更能接受不同身

份认同；右翼民族主义者则会界定出一个“他者”，并将其妖魔化、

塑造成国家的威胁。这个“他者”在不同国家各不相同：它可能是

非基督徒或非印度教徒、穆斯林或犹太人、非洲裔群体、库尔德人

（Kurds），或 LGBTQ+ 群体；甚至也可能是那些被认为不够虔诚的

本国公民（如土耳其），或者被领导人贴上“共产党人”标签的人

（如巴西与菲律宾），又或者被描绘成“低等罪犯”的（如萨尔瓦多

人）；此外，在许多情况下，“他者”还包括移民。

并非所有右翼民族主义者都能够赢得选举。即使他们获胜，也并非总

是瓦解本国的民主制度。但他们要突破既有政党体系，还蔑视所谓

“精英主义”制度，这种倾向使得他们更可能图谋破坏民主。6 至于

左翼民粹主义者，他们则把富人以及国际资本视为敌人。在执政期

间，许多左翼民粹主义领导人会推出旨在减少不平等、改善贫困人口

生活条件的政策。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会采用倒退型领导人的玩法：

改写宪法以扩大行政权力、骚扰新闻媒体、削弱司法独立，以及弱化

选举作为问责机制的功能。

并非所有拉美左翼领导人都是民粹主义的制度破坏者。在智利和巴

西，一连多位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总统在不破坏制度的前提下，

制定了改善贫困人口生活与发展前景的政策。但玻利维亚与厄瓜多尔

的左翼民粹主义者则修改了宪法，扩大了行政权力，并削弱了法院与

立法机构。在墨西哥，总统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Manuel 

López Obrador，2018—2024年在任）提高了最低工资、增加了养

老金，同时也削弱了独立司法体系，还使国家选举机构更容易受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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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影响。而委内瑞拉与尼加拉瓜的左翼领导人则主导了对基本民主支

柱的破坏，包括剥夺反对派组织与参与公平选举竞争的权利。如今，

这两个国家都已经完全走上了威权主义。

经济不平等与民主的倒退

尽管导致民主倒退的领导人们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异质性，但让他们得

以上台的国家却有一个共同特征：这些国家往往存在高度的经济不平

等。我与伊莱·劳欧（Eli Rau）做的跨国统计分析表明，不平等是增

加民主侵蚀风险最强大、最有力的结构性特征。7 与人均收入、国家

治理能力或民主制度的存续年限相比，不平等对于风险程度差异的解

释力更强、也更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以人均收入衡量）在民

主倒退中的作用较小，而且这一作用的测量结果也不那么一致。至于

国家治理能力以及民主制度的不间断存续时间，它们的作用在统计学

意义上并不显著。

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更容易面临民主侵蚀，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民主

倒退在21世纪初开始加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民主侵蚀的根源

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但20世纪后期的全球化，加剧了那些将在21

世纪推动民主倒退的种种紧张关系（tensions）。正如丹尼·罗德里

克（Dani Rodrik）所言，全球化可预见地扩大了贫富差距与社会紧

张。8 在富裕国家中，全球化加速了制造业外流，加之移民劳动力涌

入，结果加深了“身份裂痕”，还促成了“右翼民粹主义”（也就是

我所说的右翼族裔民族主义），外国人和少数族裔群体成了攻击目

标。在发展中国家，全球化带来了外国产品与外国投资的大量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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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罗德里克的话说，这加剧了“收入裂痕”，还助长了左翼民粹主义

以及对富豪和大型企业的攻击。

在贫富差距相对较小的国家，全球化带来的冲击更容易被社会所吸

收。在社会冲突较为缓和的地方，民主倒退的趋势也同样缓和。事实

上，那些相对平等的国家，例如北欧民主国家，其民主风险较低。9

瑞典便是这种相互作用（dynamics）的一个典型例证。在2010年

代，瑞典出现了一个右翼民族主义政党——瑞典民主党（Sweden 

Democrats），其主要政治主张是反移民。但尽管该党在选举中取

得成功并对政策产生影响，瑞典的民主制度却没有显示出任何遭到侵

蚀的迹象。在瑞典，没有政治人物质疑选举的公正性，也没有人试图

控制媒体或削弱司法独立。10

军事政变过去作为民主主要威胁时期所建立的民主崩溃统计模型，未

能预测到美国已经持续了15年的民主衰退。11 按照旧模型的观点，

像美国这样富裕而历史悠久的民主国家基本上是坚不可摧的。12 但如

果我们研究的不是政变，而是民主倒退的成因，那么美国在21世纪

初发生民主侵蚀的概率就会显著上升。13 政变与民主倒退具有不同的

作用机制（dynamics），并由不同的行为者实施。因此，无论在理

论上还是在实证研究中，都有充分理由将二者视为不同的结果，并将

其作为不同的因变量来处理。

要研究与民主侵蚀相关的因素，我们需要一种研究方法，一种能够

将其与行政长官较为传统的秀肌肉行为（muscle-flexing）区分开来

的方法。政治学家梅利斯·莱本斯（Melis Laebens）开创了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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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有用的研究办法。它借鉴了强调“问责制”是民主核心的民主理

论14——包括“横向问责”，即总统与总理受到法院、立法机构、政

府机构以及监督组织制约；也包括“纵向问责”，即领导人受到选民

制约（以及受到媒体制约，因为媒体向公众披露政府行为）。当一国

的专家认为横向问责与纵向问责都在短时间内出现显著下降时，莱本

斯便将该国编码为发生了民主侵蚀。

劳欧与我遵循了莱本斯的研究办法，对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与总理进

行了编码，主要根据他们是否、以及何时开始侵蚀本国民主制度。然

后，我们将民主侵蚀发生的年份与年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指标（例如基

尼系数，Gini index）以及其他因素（包括人均收入与民主制度的持

续时间）进行匹配分析。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收入不平等最终显现为

民主侵蚀中一个强劲和显著的因素。

我的著作《倒退者》（The Backsliders，2025）探讨了收入不平等

与民主侵蚀之间的联系。其中若干联系是相对直接的。在不平等的社

会中，人口中相当大的部分往往感到不满，因为在社会变得更加富裕

的过程中，他们被甩在了后面。即使并不清楚自己在同侪中的具体排

名，低收入者在高度不平等的体系中也常常会遭受实际损害。当住房

等关键市场迎合富裕群体时，生活成本对于低收入阶层而言便会变得

难以承受。因此，不平等以及它所催生的被剥夺感，会促使贫困群体

拥抱非自由派政党（illiberal parties）。这些政党鼓励一种观念：精

英制度、非本国公民以及那些在文化上与他们不同的群体，正是导

致相对贫困者被边缘化的原因。收入高度不平等对民主的威胁性影响

也波及富人。60多年前，西摩 · 马丁 · 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便曾推测，在收入高度两极化的社会中，富人倾向于把赤贫



154

者视为“低等人”，部分原因在于：面对他人的匮乏，他们需要通过

这种心理机制来为自己的财富辩护。15

不平等还会削弱人们对于社会与政治制度的信心。一项2022年的研

究记录了美国人在过去50年间对各类机构信任度下降。这些机构包

括国会、总统以及（较近期的）最高法院，也包括银行与华尔街、公

立学校、高等教育机构、新闻媒体以及宗教机构。16 该项研究的作者

指出，美国多个制度层面出现的这种信任侵蚀，与“50年来不断加

剧的不平等”相对应。17

除了不满与不信任之外，阶级分化严重的社会还容易出现党派极化

（partisan polarization）。18 部分原因在于：当群体利益差异如此

巨大时，谁掌握权力便显得格外重要。潜在的独裁者会从政治极化中

获益，这会激励这类领导人进一步加剧极化。一个高度极化的选民群

体，即便总体上支持民主制度，也会对总统或总理攻击公共制度的行

为表现出更高的容忍度。19 一个人或许会这样想：我未必喜欢他攻击

新闻媒体或法院，但上帝保佑，绝不能让对立阵营掌权。

在《民主侵蚀始于顶层》（Democracy Erodes from the Top，

2023）一书中，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指出，欧洲国家出

现民主侵蚀并不是因为公众舆论转向反对民主；相反，反民主的心态

其实是精英政治话语的产物。20 类似地，我也研究了从20世纪90年

代末到2020年间所有民主国家中的极化水平，并以专家调查的数据

作为衡量依据。在这里，研究结果再次表明，推动党派对立加剧的

主要力量是政治领导人，尤其是那些破坏本国民主制度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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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时，那些后来会发生民主侵蚀的国家，与那些不会发生民主

侵蚀的国家，在“情感极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的平均水平

上并不存在统计学上的差异。但到了2020年，发生民主倒退的国家

已经表现出显著更高程度的党派极化。21因此，不平等为野心勃勃且

渴望扩大自身权力的行政首脑创造了机会——他们可能利用选民在经

济上“被甩在后面”的感受，以及他们对制度失去信心的情绪，还经

常把民众的困境归咎于移民或少数群体，声称这些人“偷走”了工作

机会以及垄断了福利资源。

研究者们一致认为，党派极化会助长民主倒退。22 正如前文所述，由

于民主倒退者们在高度极化的环境中更容易壮大，因此他们会努力进

一步加深极化，并向政治竞争对手发出充满仇恨的指控。例如，巴西

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2019—2023年在任）经

常将其工人党（Workers’ Party）对手称为“共产党人”，并且曾

经哀叹道：

“选举根本无法改变这个国家。遗憾的是，只有等到这里爆发内战的

时候，一切才会改变；而且我们还必须完成军政府当年没有完成的事

情：杀掉3万人。如果有一些无辜的人死去，也没关系。任何战争中

都会有无辜者死亡。哪怕我自己死了，只要能有3万人陪葬，也就足

矣。”23

极化与“说民主坏话”

然而，极化策略并非毫无风险。当一位总统把主要反对党及其支持者

称作“怪物”时，他的支持者或许会真的相信这些说辞，并因此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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蔑视对立阵营；但这个国家其余的人会作何感想？尤其是那些被贴上

“怪物”标签的人？人们完全可以想象，这些人同样会被总统的言辞

所动员——也就是说，被动员起来反对他。原本可能不会投票的反对

派支持者，现在却拥有了强烈动机前往投票站，投票反对总统及其所

属政党。甚至一些倾向反对派的独立选民，也可能因此被动员起来，

反对这位正在推动民主倒退的领导人。

为了规避这种因极化言论和行动而引发反弹的风险，潜在的独裁者

还拥有另一种工具。他们可以试图说服选民，让他们相信本国的

机构早已空洞、腐败而无能，因此，即便领导人削弱这些机构，也

不会损失什么。我将这种策略称为“说民主坏话”（trash-talking 

democracy），意思并不是贬低民主作为一种政体本身，而是贬低

那些民主倒退者所瞄准的具体机构。回想一下，极化言论实际上是在

说：“别担心我对机构的攻击，真正的威胁是对立阵营的胜出。”而

“说民主坏话”则是在说：“别担心我对机构的攻击——这些机构腐

败无能，不值得捍卫；甚至可以说，如果我们把这些机构拆掉再重

建，情况反倒好了。”而所谓“重建”，最终将使这些机构更加处于

行政权力的控制之下。

文本定量分析技术取得的进步，使研究政治人物话语成为可能。借

助这些技术，研究者不仅能够在大规模文本中识别不同类型的话语

模式，而且更关键的是，还能够辨别这些言论的语气——例如，区

分一位总统针对新闻媒体或选举机构所发表的是贬低性言论还是赞

扬性言论。一项2025年的研究运用了这些技术，结果发现，在曼努

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担任总统期间，他花费在“说机构坏话”

上的时间，比批评反对党所花的时间还要更多。24 在《倒退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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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我将这一分析扩展到委内瑞拉那位摧毁民主的总统乌戈·查韦

斯（Hugo Chávez，1999—2013年在任）。与性格严肃阴郁的洛佩

斯·奥夫拉多尔不同，查韦斯是一个“快活的斗士”；但当他的言论

转向阴暗时，其攻击目标往往主要是各种机构，而不是反对派领导人

或政党。

当领导人贬低本国机构时，他们的话语会影响公民的看法吗？我在拉

丁美洲、土耳其以及美国获得的证据表明，“说坏话”确实会削弱公

众对机构的信任；并且，正如我预测的那样，它在产生这种效果的同

时，并不会激起反对派选民强烈反弹。

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坏话”并不只是“单纯”的修辞。举例而言，

在整个总统任期内，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每个工作日都会举行长达数

小时的新闻发布会。这种庞大的演讲工程，为他后来攻击墨西哥国家

机构预先塑造了公众舆论。当墨西哥最高法院阻止总统对国家选举事

务院（National Electoral Institute，简称 INE）进行的政治化努力

时——该机构负责监督全国选举——他便将自己的语言攻击炮火转向

法院，反复指责相关裁决是由“未经选举产生的法官”作出的。

最终，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与现任总统克劳迪娅·辛鲍姆（Claudia 

Sheinbaum）改变了整个联邦司法体系的遴选方式：从2025年起，

所有联邦法官都通过普选产生，其中包括墨西哥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

官。同年6月举行的首次司法选举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候选人名单，竞

争881个联邦法官职位；在一些州，地方层级法官也同时进行选举。

大量名不见经传的候选人，可能是导致投票率极低（13%）的重要

原因之一。执政党还分发了标示本党关联候选人的“作弊小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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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候选人最终赢得了绝大多数法官席位。这一经历引发了人们对司

法机构服从行政部门的广泛担忧。

为什么人们会相信倒退型领导人？

倒退型领导人“说民主坏话”时常包含某些真实成分。但这些领导人

试图极化社会、摧毁公众对制度信心的目标，也会驱使他们编造纯

属幻想的叙事，即许多支持者都会相信的阴谋论。例如，2018年，

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曾警告印度选民说，如果国大党

（Congress Party）执政，大部分社会福利支出就会被转移给穆斯

林。25 2020年在美国，一位总统顾问声称：“我们的选票是在德国

和西班牙统计的，而负责统计的公司归查韦斯和马杜罗的关联方所

有。”26 而在2024年，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则宣称

真正赢得大选的是他自己，尽管实际上反对派候选人在大选中取得了

压倒性优势。

人们之所以会相信政治人物这些荒诞不经的说法，原因多种多样，其

中许多属于心理或情感层面。许多政治人物都是高明的“业余心理分

析师”，他们凭直觉便知道如何激发人们的负面情绪。根据认知评价

理论（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如果把一种糟糕的处境描述

为某些人有意实施、旨在伤害特定个人或类似群体的行为所致，那便

会激起人们的义愤。27 而这些情绪属于“趋近型情绪”（approach 

emotions）——即一种可以驱使人们走向公共空间、与他人接触并

采取行动的情绪——因此对政治人物极具利用价值。最后，老练的政

治人物还会与支持者建立情感纽带。人们可能会钦佩、甚至热爱自己

的领导人，因此也更容易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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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困在宣传和阴谋论的世界中无法脱身。批判

性思维和教育能够让人对极端误导性的说法产生免疫力。

怎么办？

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而民主倒退这场戏仍在继续展开。

因此，我们对迄今为止从这些经历中能吸取的教训应当保持谨慎——

无论是关于如何在倒退型领导人掌权时减缓侵蚀、如何通过亲民主力

量在任期内替换这些领导人，还是如何在倒退型领导人下台后修复民

主侵蚀所造成的损害。

在考虑各种应对方案时，我们应当牢记民主倒退国家的模糊性质：它

们虽然部分走向了威权主义，但仍然保留着部分民主特征。只要那些

原本用于制衡行政权力的制度仍有一部分保持有效，亲民主力量就能

够利用这些制度来阻挡民主的倒退者。在国家立法机构中，亲民主的

少数派政党即便无法完全阻止政府削弱或摧毁制度，也至少能够拖慢

这一进程。州与地方政府中的少数派领导人，也能够在自身辖区内采

取行动，以阻挡威权主义指令。法院仍然可能作出不利于政府的裁

决，从而重新确认法治原则，并保护其他机构不受行政权力侵蚀。即

便在司法独立已经遭到严重削弱的体制中，法院仍有可能作出反对行

政部门的判决，并帮助保护亲民主政治人物与活动人士，使他们免受

行政权力的打压。与此同时，公民社会仍可以发动抗议、向公众传播

信息，并对行政部门提起法律行动；媒体机构也仍能够继续报道政府

的不当行为。

民主倒退的国家仍然会举行选举，一些推动民主倒退的领导人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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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在任所带来的优势，最终仍被选民赶下台（例如2021年的赞比

亚、2022年的巴西以及2023年的波兰）。还有一些人则碍于任期限

制而离任（例如2017年的厄瓜多尔与2024年的墨西哥）。另一些则

被其所属政党所罢免（例如2018年的南非）。更少见的情况是，一

些推动民主倒退的总统被民众起义推翻（例如2014年的乌克兰）。

因此，选民——无论是通过选举直接发挥作用，还是通过向政党施压

而间接发挥作用——都扮演着关键角色。

潜在的独裁者希望自己看起来锐不可当，但事实上，他们存在一些可

预测的弱点。他们的政治计划是要打破限制自身的制度结构，并颠覆

“照常运作的政治”。因此，这类领导人往往会让忠诚度高于能力的

人围绕在自己的身边。例如，在描述博索纳罗时，一组巴西政治学家

团队指出，他“亲手挑选了那些从未担任政治职务或未曾当选过公

职、完全没有公共行政或政策经验的人”，从而造就了“一个由右翼

极端主义业余人士组成的政府”。28 缺乏从政经验的效忠者不太可能

阻止总统的昏庸决策。但亲民主人士与团体——包括精英、公民社会

以及普通公民——不能坐等倒退的领导人犯错。

精英政治战略家（elite political strategists）：这一群体包括亲民

主政党的领导人、竞选战略家与传播专家，以及相关政策专家。无论

是在全球南方国家还是富裕国家，收入不平等都会增加民主制度破裂

的可能性。亲民主政党与政策制定者需要重新与低收入和工人阶级选

民建立联系，并采纳有利于贫困者与劳动者的政策立场，以回应他们

的需求与愿望——包括医疗、教育、住房的可负担性，以及许多在当

今经济模式下逐渐脱离普通人承受范围的基本需求。此外，那些希望

重新赢回“被甩在后面”的选民的政党，也必须改变它们自身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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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形象，不应只把律师、医生与企业领袖送入议会，也应让工会成

员、餐厅服务员以及教师进入其中。

在民主倒退由左翼民粹主义者主导的地方，亲民主力量则必须让选民

相信，更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与更公平的机会，同样能够在民主制度中

实现。民主与社会正义、包容性经济之间，并不存在彼长此消的必然

取舍关系。事实上，民主国家通常拥有更快的经济增长，人民也更健

康、受教育程度更高，而且——几乎从定义上说——他们的基本权利

会得到更好的保护，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以及免受国家权力任

意搜查、拘押与法外伤害的权利。29

除了政策与战略层面的行动之外，亲民主的政治精英还可以怎样对抗

或减缓民主倒退？一种选择是利用现有的制度渠道。例如，在 21 世

纪初的哥伦比亚，反对派立法者利用议会程序阻碍总统阿尔瓦罗·乌

里韦（Álvaro Uribe）政府提出的反民主改革。尽管这些反民主改革

措施最终仍获得通过，但反对派还是成功拖慢了总统推动民主倒退的

议程。反对派的这种“刹车”行动，为法院与公民社会组织作出反应

争取了时间。30 由反对派控制的地方政府，也能够对国家层面的民主

倒退起到制衡作用，例如巴西博索纳罗政府时期，以及美国总统川普

两届任内所发生的情况。

一旦亲民主力量自己掌权，它们就会面临一种策略上的困境：是

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应当模仿此前民主倒退者所采取的破坏

规范与规则的行为。例如，如果潜在独裁者曾改变高等法院的组成，

那么亲民主领导人在获得机会后，是否也应该这样做？即使严格来说

并未违反规则，亲民主力量是否应该积极行动、重新夺回失去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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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便追究民主倒退者的责任？

在这场争论中，“反对”的一方认为：如果每一方都利用自己执政时

期不断升级冲突、进一步贬损制度，那么遵守规范的行为将永远无法

重新确立。此外，如果民主倒退者之所以得势，是因为民众认为制度

腐败且不可避免地带有党派性，那么激进策略只会进一步强化这种看

法。

而“支持”的一方则认为：如果不采取激进策略，民主本身可能会彻

底丧失。法院可能会不可逆转地落入行政部门或执政党的掌控；选

举制度也可能遭到破坏，以至于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无法再准确反映

选民意愿。按照这种观点，亲民主力量不应放弃制度性的“硬球”

（harball，这里指“强硬手段”），也不应单方面“解除武装”；

相反，他们必须以毒攻毒。31

对于这一困境，并不存在唯一正确或错误的答案。无论采取哪种方

式，都伴随着必须谨慎权衡的代价。如果民主本身即将丧失，那么拒

绝采取强硬策略几乎毫无意义。但如果民主并未真正面临生死存亡，

那么使用强硬手段则可能适得其反，反而印证民主倒退者的说法：所

谓“精英”制度与过时规则，不过是帮助一方压制另一方的工具。

公民社会： 这一群体包括非政府组织、专业协会、私营企业、媒体

机构以及大学等。尽管这些组织名义上属于“非政治性实体”，但由

于它们可能阻碍潜在独裁者的目标，因此始终处于这类领导人的视线

之中。例如，独立媒体会报道官方腐败、违法行为与无能表现；公民

社会组织同样会监督政府行为，并组织示威活动；大学学者则会教导



当今民主

163

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并开展有时会反驳政府叙事的研究与分析。

因此，民主倒退的政府经常会采取严厉措施压制那些被视为威胁的群

体：剥夺媒体机构的资源——从报纸、广播许可证，到接触政府官员

的渠道——甚至以暴力对付记者；宣布公民社会组织非法并加以关

闭；让政府内部人士控制大学领导层，削减大学预算，限制或拒绝学

者获得研究资金。然而，即便面临这一系列惩罚，公民社会仍会进行

抵抗。民主侵蚀从来不会在毫无挑战的情况下发生；它总会在公民社

会中激起愤怒。记者会敦促媒体所有者抵制审查制度；教授与学生会

要求大学管理层捍卫学术自由；公民社会会组织并教育民众，为民主

挺身而出；律师则会谴责那些为了反民主议程而违反职业伦理的政府

同行。

抵抗一个不断扩张权力的行政部门所施加的反民主干预，代价可能极

其高昂；由于政府拥有强大的报复能力与资源，风险极大。媒体机构

可能失去资源——从新闻报纸、广播许可证，到接触其必须监督报道

的政府官员渠道。记者有时还会成为暴力袭击的目标。公民社会组织

可能被政府宣布为非法并遭关闭；大学领导层可能被政府内部人士接

管，其预算与研究资金渠道也会被削减。但即便代价如此高昂，公民

社会中的一些群体仍然会坚持抵抗。记者坚持准确报道事实；律师拒

绝代表政府从事“法律战”（lawfare）；活动人士则设法继续组织行

动。这种来自公民的压力，有时会迫使倒退者放慢脚步，甚至改变方

向。

当民主遭到攻击时，法治总是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因此，律师、法官

以及律师协会往往会被卷入这场斗争——有时充当政府的“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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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多时候则发挥关键作用减缓甚至阻止本国民主侵蚀。即便在民主

已经严重退化的国家中，法院仍可能减缓权力扩张型行政领导人的掠

夺行为。以土耳其为例。如今，它通常被视为“选举式威权政体”

甚至完全威权政体。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及其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严重削弱了司法部门的独立性。总统曾借助法院之力监禁反对派政治

领袖与公民社会活动人士。在一批学者签署公开信、呼吁和平解决库

尔德冲突之后，埃尔多安发起了一场旨在将大学纳入其控制之下的行

动。然而，土耳其法院拒绝赋予总统任命大学校长与解雇教授的权

力，至少为学术界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护。32

最后，一些专业协会——例如新闻俱乐部与律师协会——有时也会对

违反职业伦理与专业规范帮行政部门攫取权力的成员进行纪律处分。

这种措施能够有效激励专业人士避免从事破坏民主制度的行为。不

过，在高度极化的环境下，就连律师协会本身也可能成为政府攻击的

对象。例如，在2025年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便因两名记者

死亡事件争议，下令撤换整个伊斯坦布尔律师协会理事会。33

选民与抗议者： 在什么条件下，一个倒退的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支持

率会下降？当公民认为这些领导人过于腐败或过于自利，并且意识到

失去法治、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的代价过于高昂时，他们就可能转而

反对民主倒退者。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选民会开始把票投给反对派，

并参加各种规模的示威活动，以表达对潜在独裁者的不满，从而鼓励

政治精英更大胆地捍卫民主。

即使对许多选民而言，民主权利与制度的价值较为抽象，他们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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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为一些常规原因而转而反对倒退的民主领导人，例如经济低

迷、工资停滞与高通胀。这种政治行为被称为“回顾性经济投票”

（retrospective economic voting），它既可能击败倒退型领导人，也

可能击败坚定的民主派。但同样，威权主义领导人的决策过程存在一

些可预测的弱点，而这些弱点会导致他们犯错，从而削弱公众支持。

2022年，当巴西选民否决博索纳罗时，他发动了一系列有时带有暴

力性质的行动，试图继续掌权。然而，国家的制度最终还是幸存了

下来。巴西军方并未支持博索纳罗推翻败选结果的企图，而这位70

岁的失势前总统后来还因策划政变未遂而被定罪。如今，他正在服

刑27年。这样的结果，标志着民主的复兴。

民主倒退并非不可阻挡。精英、公民社会以及普通公民都拥有某些

反制手段。反对派立法者、媒体、教授、律师与法官、选民与抗

议者——所有这些人都能够减缓或阻止国家滑向威权主义。要找到

正确策略，并在民主权利空间不断收缩之际仍鼓起勇气挺身而出，

确实并不容易。但我们必须行使这些权利——因为它们就像肌肉一

样，如果长期不用，便终将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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